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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到文化变迁的过程与动因时 ,美国

人类学家C·恩伯和 M·恩伯曾说:“一种文

化变迁的最剧烈最迅速的途径必然是暴力推

翻这个社会的统治者的结果” [1]。这当然是相

对于创造发明 、文化传播与文化移入等其他文

化变迁的动因来说的。但是 ,也几乎没有人怀

疑 ,在那些因重大政治变革而导致的一系列变

化中 , 一种新的结构稳定的物质文化的形成 ,

在时间上往往会相对滞后于重大政治事件本

身的发生。这种文化形成的滞后性已经引起了

一些考古学者的关注
[2]
。对此 , 本文拟以早商

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为例加以申述。

一

依据文化因素的分析 ,我们知道下七垣

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是早商文化的两个最主

要的来源 。同时 ,还有来自其他考古学文化

的因素参与其中。新形成的早商文化并不是

将这些来源不同的各类文化因素机械相加

的结果 , 各类文化因素经过碰撞与交融 、选

择与淘汰 ,已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 、结构稳定

的基本陶器组合。在这一组合中 ,鬲 、 、鬲式

成为炊器中的主体 , 而夹砂深腹罐与鼎退

居次要地位;平底或凹底深腹盆 、大口尊 、盆

式簋 、粗柄盘形豆等器类不仅数量多 、分布

广 ,而且多有明显的演变规律可寻 ,构成了盛

贮器与饮食器的主流 , 成为区别于此前的二

里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的鲜明特征
[3]
。

然而 ,在以二里冈下层早段为开端的早

商文化形成之前 ,在以沁水为界的二里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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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下七垣文化由相对独立而走向整合的

过程中 ,在郑洛地区相继出现了洛达庙三期

遗存 、南关外期遗存 、郑州化工三厂遗存 、偃

师商城第一期第一段遗存和所谓的“二里头

四期偏晚”遗存。这些遗存在年代上基本同

时 , 但彼此在面貌特征上却有一定差异 , 难

以相互统属 ,形成一种多元文化纷陈杂处的

局面。

在以往的研究中 , 洛达庙三期遗存 、南

关外期遗存 、郑州化工三厂遗存多被认作是

年代与二里头四期大体相当 ,略早于二里冈

下层 ,且与后者具有明显承继关系的遗存 。

在《早商文化研究》一书中 ,笔者曾对郑州地

区这三种遗存的文化成分构成作了初步的

分析 ,对各类遗存的性质作了初步的判断 。

下面仅进行简单的概括 ,并据依新的发现和

认识稍作补充说明。

关于洛达庙三期遗存 ,当时我主要依据

洛达庙遗址的出土遗存将其陶器分为四

群 。A群包括夹砂中口深腹罐 、捏沿罐 、圆腹

罐 、刻槽盆等 ,系承继洛达庙一 、二期的同类

器发展而来 , 在数量上占据主体;B群包括

细绳纹鬲 、有腰隔 、敞口卷沿有肩盆等 ,也

占一定比例 , 系源自下七垣文化;C群包括

大口尊 、小口瓮 、敞口斜腹平底盆等 ,也有一

定数量 ,可能是二里头文化和下七垣文化的

共同因素;D群当时仅见鬲式 一种 , 推测

系二里头文化的宽裆敞口 与下七垣文化

常见的弧腹鬲相结合而创生的新器种 。尽管

所发表的材料并不完整 ,难以统计各群陶器

的确切比例 ,但仍可知这类遗存的主体成分

还是二里头文化的因素。不过 , B 、D群因素

的存在也使我们很难再将其与洛达庙一 、二

期遗存一同归入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

型 。鉴于此 ,当时笔者提出应将此类遗存视

为二里头文化晚期在郑州地区所形成的一

种新的地方类型 。

实际上 , 1985 ～ 1986年在郑州黄委会

青年公寓建筑工地发掘所获的所谓洛达庙

中期和晚期遗存[ 4]亦属同一性质的遗存 。袁

广阔先生曾将这批遗存的陶器分为四组。其

中 , A 组为二里头文化因素 ,数量最多;B 组

为下七垣文化因素 , 数量少于 A 组;C 组属

岳石文化因素 ,数量最少;D组属于 A 、B 、C

三组 “混合后的产物” , 约占陶器总数的

20%
[ 5]
。可见 , 此处的洛达庙三期遗存与洛

达庙遗址的第三期相比 ,不仅多出了一组源

自岳石文化的因素 ,且融合型陶器的比例也

高于洛达庙遗址第三期遗存 。

此外 ,可以归属洛达庙三期遗存的还有

1998年发掘的郑州商城宫殿区内一段早期

夯土墙下叠压的一批灰坑。发掘者将这批灰

坑中出土的陶器分成三组。其中 ,A 组属二

里头文化因素 , 约占出土遗物总数的 85%;

B组属漳河型先商文化因素 ,约占出土遗物

总数的 10%;C 组系岳石文化因素 , 约占出

土遗物总数的 5%
[ 6]
。在这批材料中 , 也较

洛达庙遗址的第三期多出了一组源于岳石

文化的因素。需要指出的是 ,叠压这批灰坑

的早期夯土墙中所出的陶器 ,从形制风格看

也当归属于洛达庙三期遗存 。

通过对以上三处洛达庙三期遗存的陶

器分组可以看出 ,其基本的共性是源自二里

头文化的因素仍居主体 。但各地点所见的下

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因素及其比重似有

一定的区别 ,显示了这类遗存在郑州地区的

不同地点面貌特征未必完全一致 ,陶器组合

尚不具有质的稳定性。因此 ,我觉得目前还

不宜将此类遗存视为二里头文化的一个地

方类型 ,暂时仍以洛达庙三期遗存称之 。

至于南关外期遗存 ,笔者同意安金槐与

李伯谦先生的观点 ,将其特指以南关外遗址

下层为代表的遗存
[ 7]
, 认为这类遗存与二里

冈下层早段的陶器相比仍有较大差异 ,年代

上也早于后者 ,大体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

期。其陶器的成分来源并不单一 ,大体上可

分为四群 。A 群包括无腰隔 、无实足根 、腰饰

附加堆纹的 和浅腹素面大平底盆等 ,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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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南关外期遗存与下七垣文化辉卫型陶鬲对比图

1.南关外 C5T 87④∶132 2.辉县孟庄 Ⅷ T173③∶1 3.南关外 C5T 86④∶53 4.辉县孟庄
XXT 26H101∶4 5.南关外C5T 87③∶58 6.淇县宋窑 T 302⑩∶141 7.南关外 C5.1T 102③∶12

8.辉县琉璃阁 H1∶87

自豫东或鲁西地区的岳石文化因素;B群包

括卷沿细绳纹鬲 、敞口斜腹的细绳纹 盆

等 , 是源于下七垣文化的因素;C群包括素

面的 、爵 ,属源自二里头文化的因素;D群

包括大口尊 、小口鼓腹的罐(小口瓮), 属二

里头文化和下七垣文化的共同因素。可见 ,

这也是早商文化形成前夕 , 由岳石文化 、下

七垣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三者相互碰撞 、融合

而形成的一种新的遗存。由于陶器群中褐陶

的比例较高 , 较之同期的洛达庙三期遗存 ,

似乎陶器群中的岳石文化风格显得更为浓

厚 。需要指出的是 ,根据 2001年出版的《郑

州商城》 所报道的材料
[ 8]
, 可知南关外期文

化层中出有较多的陶鬲残片 ,仅从基本复原

的陶鬲看 , 数量也多于其他器类 , 说明陶鬲

应当是此类遗存中的主要炊器。这些陶鬲一

般胎较厚 ,卷沿 ,深腹略鼓或扁圆 ,腹最大径

居中 ,既有弧裆或矮平裆 ,又有分裆。其器形

特征与下七垣文化漳河型多见的卷沿弧腹 、

腹最大径偏下的陶鬲有明显区别 ,但却与下

七垣文化辉卫型中的常见陶鬲形制相近(图

一)。所以 ,南关外期遗存中的下七垣文化因

素很有可能是直接来源于该文化的辉卫型 ,

而且在陶器群中应当是属于主导性的因

素。

郑州化工三厂遗存是指以 1990年在郑

州化工三厂发掘的 90ZSC8 Ⅳ T2H1为代表

的遗存[ 9]。发掘者认为这类遗存的特征与洛

达庙类型 、二里冈下层 、南关外期遗存都存

在很大差别 , 时代略早于二里冈下层 , 应相

当于先商文化的较晚阶段。其陶器也可分为

四群 。A群包括素面罐 、器表有刮抹痕的素

面空足 等 , 为泥质棕陶或红陶 , 属源于岳

石文化的因素;B群包括夹砂灰陶的鬲 、

和泥质灰陶的大敞口卷沿深腹盆等 ,数量上

较 A群稍多 , 系来源于下七垣文化的因素;

C群包括器形独特的鬲形鼎 、 敛口鼓腹簋 ,

不见于同期其他考古学文化 ,当属新创生的

器形;D群包括内壁拍印麻点的小口瓮 , 是

源于二里头文化的因素 。在以上三个来源

中 ,以下七垣文化因素表现较为突出。

以上分析表明 ,在郑州这一范围并不很

大的区域内 ,在二里冈下层偏早阶段之前至

少还并存着三种面貌独特的文化遗存 ,三种

遗存中每种都能分析出二里头文化 、下七垣

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因素 。洛达庙三期遗存仍

以二里头文化因素居主导;南关外期遗存中

的下七垣文化辉卫型因素居多 ,岳石文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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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也较浓厚;而化工三厂遗存中的下七垣文

化因素最为突出 。但是 ,若将它们分别与二

里头文化 、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相比 , 面

貌特征虽有不同程度的接近 ,其间的变化却

已泾渭分明 。而与早商文化相比 ,又尚未具

备二里冈下层早段之后所形成的那种稳定

的基本陶器组合 ,也难以归入早商文化。在

这三类遗存出现之前 ,郑州地区原为二里头

文化二里头类型的分布区 ,与商族有关的下

七垣文化和与东方夷人有关的岳石文化则

俱为外来文化。三种遗存交错并存的复杂面

貌 ,正是南下的下七垣文化与西进的岳石文

化在这里碰撞 、整合过程中所形成的 , 是灭

夏前后夷 、夏 、商三种势力于此地冲突交汇

的结果 。豫东的杞县鹿台岗遗址以发现了成

组的 、特征鲜明的漳河型晚期陶器而引人注

目 [10 ]。以往宋豫秦先生曾经指出 ,豫东地区

发现的这类因素应是由濮阳至杞县这一夹

在岳石文化和辉卫型文化之间的 “通道” 南

下 ,继而再西向发展[ 11]。在鹿台岗先商遗存

中 ,下七垣文化漳河型的因素与岳石文化因

素有了一个较密切的结合过程。也许正因为

如此 ,进入郑州地区的外来遗存中都携带有

较多的岳石文化因素 。相伴进入郑州地区的

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因素 ,在南关外期和

化工三厂遗存中都已结合得非常紧密 。这种

现象似乎表明 , 在成汤灭夏的斗争中 , 东方

夷人很可能是商人最重要的盟友 。

二

在偃师一带 , 已发现的 “二里头四期偏

晚” 遗存和偃师商城第一期第一段遗存 , 年

代与前述郑州地区的三种遗存大体相当 ,文

化面貌亦显示了一定的独特性。

在《早商文化研究》中 ,笔者曾主张将二

里头遗址以 Ⅲ H23为代表的部分 “四期偏

晚” 的遗存从二里头文化中独立出去 , 认为

其年代与二里冈下层偏早阶段基本同时 ,可

以归入早商文化的第一期第一段 。这是在

《偃师二里头》 [ 12 ]尚未出版之时得出的认

识。其后 ,岳洪彬先生对二里头文化第四期

遗存作了非常细致的分析
[ 13]
。他认为二里

头四期偏晚阶段与偏早阶段相比不仅在器

物形制上有变化 , 在器物组合上亦复不同 ,

它们之间的差异已是 “期”的不同而非 “段”

的差别。他将二里头四期偏晚阶段的陶器分

为五组。A组包括了灰陶的盘口风格的深腹

圜底罐和圆腹罐 , 还有厚胎绳纹实足尖鬲 、

大口尊 、捏口罐等 , 是继承二里头原四期偏

早阶段发展而来的;B 组包括灰陶的素面实

足尖的薄胎细绳纹鬲 、薄胎平底深腹罐 、束

颈盆等 , 系成组出现的下七垣文化的因素;

C 组包括褐陶的刮抹纹中口深腹罐 、 大口

罐 、素面鼓腹鬲等 ,是源于岳石文化的因素;

D组的器类和数量较少 , 有蛋形瓮 、单耳长

颈鬲 , 是东下冯类型的因素;E 组仅有一件

袋足鬲 ,具有先周文化高领袋足鬲的风格 。

岳洪彬认为 , 正是因为其中 B 、C 组因素的

成组出现 ,才导致了此期的二里头文化遗存

面貌与此前相比发生了重要变化 。这种变化

“应是以下七垣文化晚期为代表的商族文化

大规模入侵造成的结果” 。我基本同意他的

观点 ,但有几点需作说明。其一 ,他之所以将

实足尖上有绳纹的鬲类陶器都划入 A 组 ,

是因为自二里头文化三期中就已见到这样

的陶鬲。实际上 ,这种风格的陶鬲并非二里

头文化自身有代表性的器类 ,归根结底仍是

外来因素 。这些胎地略厚 、足尖有绳纹的陶

鬲虽不同于下七垣文化漳河型陶鬲的风格 ,

但在辉县孟庄 、淇县宋窑等遗址中的下七垣

文化辉卫型遗存中多见 ,仍应视为源自下七

垣文化的因素 。其二 ,岳文所分的 E 组陶器

仅列举了一件陶鬲 ,其注释中该器的出处有

误 , 又未列单位号 , 故不知其究竟指哪件陶

鬲。在迄今发表的二里头文化的陶器中尚未

见到一件有 “先周文化”高领袋足鬲风格的

陶鬲 ,况且已知的所谓先周文化的高领袋足

鬲并没有可早至二里头文化时期者。故此组

· 50(总 1106)· 考 古



器物可以暂不考虑。其三 , 《偃师二里头》报

告中并未公布二里头四期偏晚诸单位的陶

器器类统计表 , 但岳文中提到 B组器物群

“在数量和比例上几乎与原二里头文化的典

型器群 A组近同” 。若然 , 则这批遗存从性

质上就既不能划归二里头文化 ,也不能划归

下七垣文化 。其与组合稳定 、器物形制定型

化程度很高的早商文化相比 ,也存在较大的

差异。例如 ,二里头四期偏晚阶段的陶器群

中 ,陶鬲缺乏定型化特征 ,几乎一件一个样;

缺乏早商文化中流行的浅盘粗柄豆 、深腹盆

形簋 、鬲式 等;大口尊既有口径与肩径相

若者 ,又有口径稍大于肩径者。而这些特征 ,

又恰恰使得其与郑州地区的洛达庙三期遗

存和偃师商城的第一期第一段遗存的面貌

十分接近。所以 ,目前也只宜将这类遗存视

为外来的下七垣文化 、岳石文化与当地的二

里头文化碰撞 、融合所形成的一种过渡性质

的遗存 ,不应将其纳入早商文化 。

偃师商城的发掘者根据宫城北部大灰

沟(即后来所称的祭祀 C区与祭祀 B区)发

掘中所见的层位关系以及陶器形制与组合

的变化 ,将偃师商城商代遗存第一期细分成

两段
[ 14]
。其中的第一段以 T28的第 9、10层

和 T32的第 9B 、 9C层为代表。第二段则以

T28的第 8层和 T32的第 9A层为代表 。已

发表的陶器虽不很多 ,但熟悉发掘资料的王

学荣先生却对第一期一 、二段之间的区别与

联系作了比较详细的总结。他将偃师商城第

一期文化的陶器群分为五组 ,分别为具有二

里头文化因素的器物 、具有“下七垣文化”因

素的器物 、具有岳石文化因素的器物 、具有

晋南东下冯类型文化因素的器物和具有湖

北盘龙城文化因素的器物。其中后三种来源

的器物数量很少 。王学荣认为 ,第一期第一

段“陶器群中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陶器占

绝对多数 , 也即二里头文化占较大优势 , 具

`先商文化' 特征的陶器只占一部分” 。第二

段陶器群“具`先商文化' 特征的陶器群明显

呈上升趋势 ,除祭祀区 ,宫城内 、外其他地点

表现出具 `先商文化' 和具二里头文化特征

的陶器群在数量上大体均衡或前者略占上

风 , 早商文化已略显成熟之势” [15]。而且通

过比较提出 ,偃师商城的第一期第二段约与

二里冈下层 C1H9中偏早一组遗物 (即安金

槐先生所公布的该单位的材料)的年代相

当 ,第一期第一段的年代则同意杜金鹏先生

的意见 , 认为其早于以 C1H9为代表的二里

冈下层偏早阶段 ,与二里头遗址四期偏晚阶

段的年代大体相当
[ 16]
。我认为王学荣对偃

师商城第一期第一 、二段内涵的总结是基本

可信的 ,对两段遗存的年代判断也是很有道

理的 。但需要说明的有以下几点 。其一 ,他所

列举的“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器物”中 ,大

口尊 、敛口瓮 、高领瓮以及浅腹平底盆等器

类不仅见于二里头文化 ,在先商文化尤其是

辉卫型中也有一定数量 。像这些器类我觉得

宜划归二里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的共同因

素 ,已很难确切说清它们的直接来源。其二 ,

王学荣所说的具有东下冯类型文化因素的

器物主要是指一种 “ ” , 即我所称的鬲式

。他认为这种器物来源于东下冯类型中所

见的单把高领鬲。通过观察可以发现 ,东下

冯类型中的领部较高的单把鬲虽然早 、晚都

有 , 但并没有形成一种稳定的形态 , 也难以

排出一个有逻辑的演变序列 。偏晚的东下冯

第Ⅲ期的这类单把高领鬲颈部短粗 ,且残余

有绳纹痕迹
[ 17]
。从类型学上很难将这类器

物与洛达庙三期阶段开始出现的鬲式 联

系起来。以往我曾提出这是由二里头文化的

一种单耳 与商文化系统中典型的弧腹鬲

相结合的一种产物 。其三 ,王文所称的“具有

湖北盘龙城文化因素的器物” , 从其注释中

所列郑州商城出土的相应器物来看 ,有的是

指一种卷沿 、鼓腹 、圜底的罐形鼎 ,有的则指

一种鼓腹 、矮平裆的鬲 。实际上 ,他所指的那

种鼎 , 与下七垣文化中的罐形鼎(如辉县琉

璃阁H1∶49)[ 18]就十分相似。而他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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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矮平裆鬲则与下七垣文化辉卫型中常

见的陶鬲形态十分接近 ,并非是源于盘龙城

的文化因素
[19]
。

明确了这几点 ,再来看偃师商城第一期

遗存的性质与内涵。其第二段遗存 ,如果考

虑到二里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共有因素的

存在 ,其组合特点就非常接近二里冈下层偏

早阶段的遗存 ,且器物形制特点也与后者十

分相似 ,应当归入早商文化 。而第一段遗存 ,

即使是考虑到二里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共

有因素的存在 ,恐亦难改变二里头文化因素

占据优势地位的事实 。那么 ,这样的一种内

涵显然就更接近洛达庙三期遗存和二里头

四期偏晚遗存 ,实际上从各类典型器物的形

制风格比较来看亦是如此。这样 ,目前所见

到的偃师商城的第一期第一段遗存从性质

上就不宜归入早商文化 ,同二里头四期偏晚

阶段遗存一样 ,也只能视为早商文化形成前

夕的一种过渡性质的遗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目前在郑州地

区所发现的洛达庙三期遗存 、 南关外期遗

存 、郑州化工三厂遗存和偃师一带所发现的

偃师商城第一期第一段遗存 、二里头四期偏

晚遗存 , 实际上都是由外来的下七垣文化 、

岳石文化因素与当地的二里头文化因素碰

撞 、融合后所形成的过渡型遗存 , 尚未最终

形成一种统一的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 。这些

遗存的面貌相互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南

关外期遗存 、郑州化工三厂遗存是以下七垣

文化因素为主 , 洛达庙三期遗存 、偃师商城

第一期第一段遗存和二里头四期偏晚遗存

则以二里头文化因素为主导 ,每种遗存又都

包含或多或少的岳石文化因素。但是 ,鉴于

这些遗存在文化内涵上均缺乏质的稳定性 ,

似无必要一定将它们分别归入某一种考古

学文化 。

史载成汤以七十里或百里之地“兼桀之

天下”(《管子 ·轻重篇甲》), 其胜利自非一

朝一夕之事 。《孟子·滕文公下》则称“汤始

征 ,自葛载 ,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 《诗·商

颂·长发》又有“韦顾既伐 ,昆吾夏桀”之语 ,

均表明他的兼并战争当有一段艰辛而漫长

的历程。而且 ,汤在灭夏过程中为了迅速壮

大自身的力量 ,还与一些方国部族形成了伐

夏的联盟 。《楚辞 ·天问》中说:“成汤东巡 ,

有莘爰极 ,何乞彼小臣 ,而吉妃是得” 。说的

就是成汤通过与东方的有莘氏联姻而得到

贤臣伊尹之事 。有学者认为有莘氏时居今豫

东的开封 、陈留等地 , 因为这一带直到春秋

时还被称为“有莘之虚”
[ 20]
。《吕氏春秋·慎

大览》则有“汤与伊尹盟 , 以示必灭夏”的记

载 ,将商汤与伊尹所在的有莘氏结盟的目的

说得更加清楚 。通过联合与兼并 ,必然会造

成较大范围内人群的穿插流动。而不同人群

的穿插流动又必然会导致文化上的冲突 、激

荡与整合 。商人原居豫北冀南 ,其伐桀路线

不论是直接南下还是到豫东再转而西行 ,郑

州一带都是必经之地。所以 ,郑州一带的三

种遗存应当就是这种文化的动荡与整合时

期的遗存 。

偃师一带的两种遗存亦是如此。不过 ,

由于偃师商城西距夏都二里头遗址仅约 6

公里 ,且与《汉书 ·地理志》班固自注和董仲

舒 《春秋繁露》中有关汤都所在的说法可相

互印证 ,故而应是最具夏商分界界标性质的

一处遗址 。它的出现 , 年代自应在灭夏之

后。以此观之 ,偃师商城第一期第一段遗存

与下七垣文化因素成组出现的二里头遗址

第四期偏晚阶段的遗存 ,绝对年代都应进入

了商纪年 。那么 ,在相对年代上与偃师商城

第一期第一段大致同时的郑州地区的三种

遗存 , 其出现时间虽然可早至灭夏前 , 但延

续年代却可至灭夏之后 。而在时间上晚于上

述诸种遗存的以郑州二里冈下层早段为开

端的早商文化的形成 , 则无疑已经滞后于

“汤革夏命”的发生一个时期 。这种新形成的

结构稳定的考古学文化 ,应当就是商代商国

之人的文化 ,是一种以商族为代表的国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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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三

二里头文化的形成 ,走过了与早商文化

的形成大体相似的历程。以往大多数学者在

探讨二里头文化的渊源时 ,都将豫西龙山时

期遗存看作是二里头文化的主源 ,这自然有

其合理之处 。但将这一地区文化的嬗变视为

豫西龙山 —新砦期—二里头文化三者之间

的单线传承 ,却与考古实际不符 。事实上 ,在

龙山时代晚期 ,豫西地区以嵩山为界并存着

两支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 。嵩山以北以洛

阳盆地为中心的地区分布着王湾三期文化 ,

嵩山以南则分布着基本陶器组合与前者有

很大区别的煤山文化 。二里头文化正是以这

两种文化的相互碰撞与整合为基础而形成

的 。所谓的新砦期遗存 ,恰是这种文化碰撞

与整合时期所出现的结构尚不稳定的过渡

性遗存 。这一点 ,笔者在《从嵩山南北的文化

整合看夏王朝的出现》一文中已作了较为细

致的论述
[ 21]
,此不赘述 。

需要补充的是 , 新出版的 《新密新砦

———1999 ～ 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
[ 22]
所

报道的材料 ,则更能体现新砦期遗存的自身

特点及其形成机制。报告所分的新砦一期属

于龙山时代晚期遗存 , 据其器类统计 , 此期

陶器以罐(主要是深腹罐)、碗(钵)和小口高

领罐最为常见。其中罐类占 64%、碗(钵)占

16%, 小口高领罐占 5.33%, 其他器类均不

超过 5%。“在上述各器类中 ,罐类占一半以

上 ,加上碗 、钵 ,这三种器类达到整个常见器

物群的 80%, 属于典型的罐文化区的特

征 。 ……鼎的数量没有豆 、杯和圈足盘的数

量多 ,属于不常使用的器类” 。按照这种陶器

器类构成及其比例 ,无疑可将新砦一期遗存

归入以罐类为主要炊器的王湾三期文化的

范畴 。到新砦二期即考古学界习称的新砦

期 ,则有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变化 。其一 ,

在陶器群中罐类器的比例明显下降 , 占

42.96%;而鼎的比例则由一期的 1.6%大幅

上升到 9.23%, 已成为数量仅次于夹砂深

腹罐的一类炊器。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嵩山

以南的鼎系文化圈的影响。其二 ,器盖的数

量大增 , 由一期时仅占 1.07%上升到

23.58%,居第二位。与此相应的是 , 需要带

盖的器物数量也应增多 。检视器物统计表可

以发现 , 一期的子母口缸(瓮)占 0.8%, 而

二期的同类器占 1.01%, 并无明显的变

化。但是 ,正如报告作者所作的实验那样 ,此

时唇沿加厚的深腹罐 、子母口鼎以及四足瓮

的口部都可与相应大小的器盖契合。有人认

为新砦期遗存之所以与当地龙山时期遗存

相比发生了大的变化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此时以子母口器为代表的东方因素的大

量涌入
[ 23]
。在永城王油坊

[24]
、杞县鹿台岗
[25]

等豫东地区的龙山晚期遗存中 , 子母口缸

(或瓮)确是数量稍多的一种器类 ,且与新砦

遗址二期所见的同类器形制相似 ,故不排除

新砦遗址二期遗存中的此类器受豫东地区

的影响而产生的可能。但事实是此类器物在

新砦一期即王湾三期文化阶段就已出现 ,且

到二期并未发生数量与比例上的质变 。那么

确切地说 ,新砦二期子母口器增多主要就是

指子母口鼎的流行 。然而 ,考察豫东乃至山

东地区的龙山时期遗存 ,并未发现有哪种文

化(或类型)的鼎是以新砦二期式的子母口

鼎为主要的流行样式 ,甚至都找不到形制完

全相同者 。这种情况下 ,显然不能排除此时

突然增多的子母口鼎是受先已存在的子母

口缸(瓮)的启发而新创制的可能 。而且 ,这

类鼎多有双把手 , 足较高 , 也当是随着使用

方式的变化或他地流行样式的启发而作的

改进 。溯其源头 ,流行用鼎本身仍应与鼎系

文化圈中煤山文化因素的加入有密切的关

系。其三 ,此期碗 、钵类的数量急剧减少 ,由

一期的 16%锐减到此期的 2.83%。其中原

因 ,尚不明了 。但无论如何 ,上述变化已经使

得新砦二期遗存的文化面貌明显区别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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砦一期 。

新砦遗址所在的新密一带 ,恰是以深腹

罐为主要炊器的王湾三期文化的东南部边

缘 , 临近以鼎为主要炊器的煤山文化分布

区 , 新砦期遗存诞生于此当并非偶然 , 显系

嵩山南北这两支异质文化剧烈互动的结

果 。当然 ,如同早商文化形成之前所出现的

过渡期遗存一般 ,在嵩山南北的文化整合过

程中也还加入了来自其他地区的一些文化

因素。伴随着嵩山南北的文化整合 ,这一区

域内的聚落形态也由多中心 、对抗式的布局

转变为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金字塔式的层级

聚落结构。联系到相关文献的记载 ,我认为

这种文化格局与聚落形态的转变 ,就是起因

于夏启对有扈氏与观氏等敌对势力的大规

模征伐与兼并 。而新砦期遗存由新密到郑

州 , 再到洛阳盆地的花地嘴 , 正显示了原居

嵩山以南的夏人势力北上西进 ,入主洛阳盆

地的发展历程
[ 26]
。所以 ,作为嵩山南北文化

的动荡与重组时期的新砦期遗存 ,其绝对年

代应当就在夏纪年的范围之内。但作为嵩山

南北建立起统一政治秩序之后所形成的夏

国之人的文化 ,应当还是具有质的稳定性的

二里头文化 。不过 ,这一文化的形成显然已

经滞后于夏王朝的建立。在此之前的新砦期

遗存 ,或许还包括时代大体相近的登封王城

岗的龙山最晚期遗存 ,虽然都与夏族有密切

的关系 ,绝对年代也可能都在标志一个新时

代到来的“钧台之享”之后 ,但严格意义上却

还不是夏代夏人的考古学文化。因为夏代的

夏人不仅包括了夏族 ,还包括了与其结盟或

被其兼并的诸多族氏 ,此夏人显然已指夏国

之人 ,即一种国族 。在新砦期 ,既然作为一种

结构稳定的夏国之人的文化还未形成 ,那么

从概念上就不应当笼统地称其为早期夏文

化 。

通过对早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形成

过程与形成机制的考察可以发现 ,在这两种

文化形成之前 ,都曾存在过一段文化的动荡

与重组的时期 。其深层原因当系成汤和夏启

时期因大规模的联合与兼并所导致的人群

的穿插流动以及社会秩序的重建 。在这一过

程中 , 不同人群原有的文化传统的崩解 , 从

而整合为一个新的文化体系 ,其中的各类文

化成分显然都需要有一个吸收与融合 、淘汰

与扬弃的时期 ,使得此前此后结构稳定的考

古学文化间会多多少少产生一些面貌复杂 、

非此非彼的文化遗存。由于这些整合过程中

的遗存在文化内涵上皆呈现出明显的过渡

性的特征 ,故而普遍缺乏一种质的稳定性 。

这些过渡性的遗存在年代上虽有可能全部

或部分已进入了夏或商纪年 ,但由于文化结

构上的非稳定性特征 ,仍然很难将它们归入

稍后形成的二里头文化或早商文化。二里头

文化作为夏代夏国之人的文化 、早商文化作

为商代早期商国之人的文化 ,它们的形成无

疑都已滞后于王朝的建立一段不算很短的

时间 。对这种文化形成滞后于王朝建立的重

要现象的探索与思考 ,同样有助于理解史前

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演进及其动因 ,有助于理

解考古学上所说的过渡期与过渡性遗存的

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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